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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儒家“均平”分配观的再评价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
马涛  李绍东）


内容提要：现代人在评价儒家主张“均平”分配这一经济思想时多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这一“均平”的收入分配观不利于经济的增长。本文介绍了现代经济学中有关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研究的部分新成果，这些成果支持了儒家的论点，因此提出要重新评价儒家“均平”分配的经济思想。











一


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儒家主张收入分配的均平。不过，儒家的“均平”思想不同于农民起义中所提出的“均平”口号：农民起义中所提出的均平贫富，是要求实现对社会产品的绝对平均主义的分配；而儒家的均平分配则是一种等级制的利益均衡，即主张实现各阶级、各等级间的利益均衡。儒家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主张实行等级制的财富占有和分配制度。这一思想始自孔子，如孔子说，“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孔子这里的“患不均”与“均无贫”是有特指的，即“均”不是要消除贫富之等差，而是要适当兼顾到贫富各等级的利益，不可使富者太富、贫者太贫，以免打破社会的均衡和导致社会动乱。先秦时期人们对孔子“患不均”命题的内涵有两种理解：一是分配土地之类财富的公平与否，属经济的范畴；二是引申理解为施政的公平与否，属于政治的范畴，在孟子、荀子所说的“均”中已涵有了这两层内涵。如《孟子·滕文公》曰：“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强调了土地占有的均平是仁政的基础。荀子在论证他的等级名分制度时提出建立一种“维齐非齐”的社会经济关系，认为唯此方能实现“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荀子·王霸》）的仁政理想。荀子还明确指出，为人君者应“以利分施，均遍而不偏”（《荀子·君道》），使贫富各得其分。汉儒孔安国在对孔子“患不均”这段话的注解中也明确地指出此点：“国，诸侯；家，卿大夫。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忧政理之不均平，忧不能安民耳。民安则国富。”他把“均”明确注解为施政之公平。在《礼记·孔子闲居》篇记有孔子的话，也明确表明“患不均”含有施政之公平的含义，“故圣人之制富贵也，使民富不足以骄，贫不至于约，贵不慊于上，故乱益亡。”孔子这里的“患不均”其主旨就是要求对于贫富间利益均衡关系的一种调整。先秦儒家有关均平的说法，大都是就利益的均衡而言的。

在历史上，儒家学者多对贫富两极分化的现象与趋势持批评的态度。如在汉初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就指出当时的贫富分化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今欲损有余补不足。富者益富，贫者益贫矣，严法任刑，欲以禁暴止奸，而奸犹不止。”（《盐铁论·轻重》）董仲舒也认为土地兼并使得“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打破了为等级名分制度所确定的土地财产占有关系，造成了“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上不救，则民不乐生”（《汉书·董仲舒传》）的严重局面。他们强调统治者必须善于调节经济利益的均衡，并通过国家行政手段来实现这一目的。这里所说的国家行政手段包括均田、均赋税、均力役，通过这些手段来抑制和克服那些违礼犯分的上援下侵现象，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贫富两极分化趋势。

儒家学者之所以主张“均平”的经济分配思想，是因为他们认为贫富两极的分化不仅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会使财富日益集中在既不劳动又不经营的寄生性的地主阶级手中，农民失去土地之后除了作佃农或作乞丐外别无出路，以致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破坏。另一方面，社会的稳定也要求把社会各阶层的财产占有等差限定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就是说它要求社会各阶层在财富的占有和分配上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这是因为社会财富的日趋集中和由此引起的贫富两级分化，势必会使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均衡受到破坏，从而破坏了社会稳定赖以存在的条件，最终不免导致社会的危机。为了避免这种社会危机，历代王朝中总是不乏有人多次出面提倡均田、均赋、均力役，他们所依据的理论根据就是儒家“均无贫”、、“安无倾”等“政均则民无怨”这些强调均平的分配原则。应该说这些“均”政措施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社会的财富的集中和贫富分化的趋势发挥了一定的抑制和遏止作用，从而形成了古代社会经济发展某些时期短暂繁荣和社会经济结构的相对稳定。

儒家“均平”的分配思想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产生有极为重要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研究中国经济思想史的著名学者唐庆增就指出过此点：“均富则为彼辈主张之最后经济目标，不但可以代表彼等之目地，即数千年来中国历代之经济政策，亦无一不本此目标而行。上古时代采用之井田制度，商鞅之废井田，以及汉后之名田限田均田等政策，无一非志在贯彻均富之主张，均富固为儒家所竭力提倡，然墨家法家农家等，其思想皆具有此种精神，荀子所谓‘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乃为儒家之重要信条，彼等所虑者，特为分配之‘不均’耳，故分配问题，实为儒家所最注重者。”

儒家均平观的核心思想认为均平的收入分配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自然也有利于经济的发展。现代经济学中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新成果，支持了儒家的这一看法。









二

在现代经济学的早期研究中，主张“均平”的收入分配不利于经济增长的主要有库兹涅茨和刘易斯。

库兹涅茨在上世纪中期提出了倒U型的收入分配假说。他根据从几个工业化国家收集到的不多的经验数据，提出收入差别和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也就是说，分配不均的现象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不断加剧，这时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中等收入水平阶段时，才会缓和下来，在经济进入高收入水平阶段，分配不公的现象才会得到进一步缓解。

刘易斯随后通过假设农村对城市的劳动供给是有限的，提出了一个支持库兹涅兹假说的理论。他认为由于农村部门存在剩余劳动力，城市部门的工资水平提高时不会影响到农村部门。随着劳动力从农村向工资水平较高的城市部门缓慢移动，收入不均开始出现。收入差距的扩大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被城市部门的资本全部吸纳之后就会停止。劳动力成为一种稀缺的生产要素。对劳动力的进一步需求会使得农村和城市部门的工资都得到提高，从而通过增加两个部门中的劳动力的工资缩小了收入分配的差距。在刘易斯的模型中，不仅增长对分配起作用，收入分配也影响到增长。既然储蓄是增长的推动力，高收入阶层的储蓄倾向又比较高，那么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严重的收入不均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正面效应。另一方面，收入差距较小会减缓经济增长，因为这意味着把有限的收入（或者说资本品）分摊在众多的人口中，从而减少了国民储蓄。这一结论可以用一个众所周知的“典型事实”来很好说明，即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高收入的家庭比低收入的家庭确实更倾向于把收入中更多的部分用于储蓄。刘易斯理论中揭示的这种增长和公平分配的替代关系隐含的政策含义是：任何试图在富人和穷人间进行收入再分配的努力都可能将因为抑制经济增长和减少就业机会而对穷人造成更大的损害。因此，发展经济和帮助穷人的最好战略首先是帮助富人，鼓励他们储蓄和进行明智的投资。这就是所谓的利益扩散理论。

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上述理论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理论中无可辩驳的经典观点。但现代经济学研究的新近成果修正了这一论点。在上世纪最后二十年，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相继出现了若干新理论来描述收入分配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这主要包括有基于梅尔策（Meltzer）和理查德（Richado，1988）研究成果的政治经济机制论
，佩罗蒂（Perotti，1996）、戴宁格尔（Deininger）和斯夸尔（Squire，1996）、Roberto. Perotti提出的教育-生育机制论，Murphy (1989) 等人的市场规模机制论以及Alesina& Perotti
等人提出的社会稳定机制论，另外，Persson & Tabellini(1994), Alesina & Rodrik(1994)也提出了自己的实证研究成果。这些研究成果大都认为收入分配不均和经济增长呈负相关，收入分配差距的上升会带来经济增长的减缓甚至停滞。这些新的实证研究表明在许多国家收入分配并不存在内在的倒U型的变化趋势。如保克特（Paukert，1973）和阿卢瓦利亚（Ahluwalia，1976）所作的一些支持此假说的早期实证研究中由于对人均收入的错误测算或者在衡量收入差距时选择了不可靠的指标而存在着缺陷「拉姆（Ram，1988）」。混乱的经验证据不仅使人对库兹涅茨假说本身产生怀疑，而且使得对经济发展的思考慢慢地从以增长为主要目标转向兼顾公平的增长。值得一提的还有1995年Deininger - Squire 编辑出版的《国际不平等数据库》，Deininger - Squire在该数据库中运用108个国家682份有关基尼系数和五等分法在内的高质量的数据资料分析表明，“以单个国家为基础进行检验时，我们的数据分析对表达收入和不平等的倒U型关系理论仅仅提供了非常微不足道的支持；而且大约90 %的被调查国家是不存在倒U型曲线这种关系。”近年来对收入分配和增长进行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则提供了更多的证据来支持公平的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有正向作用的观点。

梅尔策（Meltzer）和理查德（Richado， 1988）研究的主要论点是
：在民主社会中，大多数选民根据他们自身的收入（即收入的中位值）相对于平均收入的差距来评估公共支出，再以此决定政府支出水平。平均收入和中位收入的差距表明了收入不均的程度。两者的差距越大，大多数选民就会投票赞成更大程度的收入再分配。但高额政府支出会减少了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税后收益，从而阻碍了私人资本的积累。结果是分配不均通过诱使大多数投票者投票赞成增加政府支出而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佩罗蒂（Perotti，1992）发现分配不均和增长的关系取决于收入水平。假定存在不同的收入阶层，并且教育的费用一定，他的结论是分配不均是否会对增长产生负面作用取决于人均收入水平和教育费用的相对比较：如果像在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那样，教育费用很高，收入高度集中在高收入阶层手中将使他们能够先接受教育，从而引致增长。如果教育费用相对于平均收入来说比较低，较小的收入差距将对增长有益。这是因为较小的收入差距将使得大多数人能够接受教育。佩罗蒂的理论既同利益扩散理论一致，也和增长与公平分配之间存在正向联系的理论一致，这取决于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例如人均收入水平、收入分配状况以及教育费用。戴宁格尔（Deininger）和斯夸尔（Squire，1996）认为如果在发展中国家，收入和财产分配方面的较小差别将使人口中的大部分能够接受教育，参与到基础广泛的经济增长中去「伊斯特利（Easterly）和里贝洛（Rebelo，1993）」。教育和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如出口导向部门）发展的政策可以在经济增长和公平之间产生一系的列良性循环[伯索尔（Birdsall）等，1995]。

Roberto. Perotti尤其关注教育和人力资本投资，在1992，1993及1996年相继发表文章进行了阐述。1992和1993年他的实证结论基本支持了关于分配不均和增长的负相关性观点，发现提高中间收入阶层（Middle-quintile）的收入比重与经济增长呈显著正相关。特别是Perotti根据回归结果指出影响增长的不仅是中间收入层的收入比重，还包括该阶层收入比与其他阶层收入比重的差距，前者的投票结果所导致的税率会影响后者的对教育的投资；其次，中间收入层收入比重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取决于不同的人均收入水平，尤其是取决于收入水平与教育成本的对比。他研究发现，一般而言，贫穷国家里教育成本高于平均收入水平，收入不均使得富人有机会投资教育，再通过储蓄投资带动增长，最终“利益扩散”到其他阶层；而在富裕国家，教育成本低于平均收入水平，这样更小的收入差距有利于使更多人获得教育，提升整体人力资本，从而迅速推动增长。通过对人力资本和出生率及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研究，Perotti (1996) 指出在教育决策方面 ,富有的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高,贫穷家庭人力资本投资较低。而生育决策是父母对其人力资本的机会成本和抚养小孩的直接成本权衡的结果。人力资本高的父母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大,其子女的教育成本也大,从而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小;人力资本低的父母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小,子女的教育成本也小,其对子女数量的需求大。因此不平等的经济中穷人比例大,人力资本投资低,经济中人口出生率高。这样则收入分配不平等与人口出生率正相关、与人力资本投资和经济增长负相关。Perotti (1996) 检验了这些命题,他发现中产阶级的收入比重越大,人口出生率就越低,经济增长率就越高,而且这一计量分析结论在统计上十分显著。

Murphy等人
（1989）提出的市场规模机制也很有代表性，他们注意到农业国在工业化进程中需求结构的变化，富人们倾向于购买国外的奢侈品，而穷人又缺乏对国内工业品的购买力，而工业化的规模效应扩张又须以足够大的国内市场为前提，故而这样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会制约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从而阻碍经济增长。
Alesina& Perotti（1996），Venieris& Gulta(1986)以及Benhabib&Rustichini(1996)提出的社会稳定机制也获得了理论和经验数据上的较多支持。收入分配不均，两极分化会带来不稳定的政治法律环境，甚至直接导致正常交易和生产的中断，原有的商业循环被迫停滞，新的循环由于不稳定带来的投资乏力而难以开展及扩大，最终经济增长受阻。例如许多收入分配严重不均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局面很不稳定，从而严重影响到经济的发展。Alesina& Perotti（1996）以71个国家1960-1985的数据为样本，试图找到证据来验证上述传导机制：分配不均加剧会带来社会不稳定；政治动荡会减少投资规模。Alesina& Perotti构造社会不稳定指标作为解释变量，其构成要素包括刺杀、动荡中的死亡人数、政变次数以及国家的民主程度等。回归结果表明“政治不稳定”、“社会不安全”与收入分配不平等呈一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政治动乱、产权保护缺乏与投资和经济增长呈一致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Persson & Tabellini(1994), Alesina & Rodrik(1994)的结论也支持收入分配不均与经济增长的反向联系，他们分别认为收入分配越不平等（初始禀赋分布不平等），转移支付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以及收入分配不平等（中间人财富越少），资本税率越高，经济增长率越低。两类观点中收入分配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都是分配不均使得投票人影响政府政策，再由政策影响增长。

以Persson & Tabellini基本计量模型为例，通过经济均衡和政治均衡分析，得出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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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被解释变量为经济增长率，解释变量包括平均基本技能水平w，资产回报率r，还有反映收入分配水平的em。θ是政策变量，em具体是由人均国民收入和中间投票人收入之间的差距来反映。在实际的回归中，它分别采用了二战前九个欧美国家的数据和二战后56个国家（其中又根据各国的政治体制分为民主和非民主两大类）的相关数据，以人均GDP的年均增长率为被解释变量g，而解释变量则根据数据的可得性包括了最富有的20%人群拥有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反映收入分配差距），入学比例（反映受教育程度），各国之间的GDP差异等。回归结果显著的支持了他们的理论，即分配不均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一定的负相关性。










三                                                                                                                                                                                                                                 

通过以上对儒家“均平”分配思想和现代经济学中关于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最新的研究成果进行对比，不难发现，二者基本思想的结论是相同的。虽然儒家的“均平”分配与经济发展二者间的关系思想缺乏现代经济学中计量统计的实证分析，但都认为从长期看随着经济的增长和社会教育的进步，“均平”的收入分配扩大了中产阶层的壮大，更有利于经济的增长。反之，如果不调节收入分配，两极分化的加剧会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增长。
但现代学者在评价儒家的“均平”观时多持一种否定的态度，认为儒家的“均平”经济思想不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故必须予以批判和抛弃。联系到目前中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已影响到了社会的稳定，对经济增长阻碍的负面影响也越来越凸显。本文借鉴现代经济学的新近研究成果，提出有必要重新反思和评价儒家“均平”分配的经济思想，也就具有了一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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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包括Venieris& Gulta(1986)以及Benhabib&Rustichini(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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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Murphy ,K. ,A. Shleifer ,and R. Vishny, 1989


� 持类似结论的实证分析还包括Perotti, 1994和Keefer ,P. ,and S. Knack ,1995


�就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而论，表面看去短期内呈现出了一种收入分配不断加大与经济增长正相关的态势，参见李广众：“中国的收入不均等与经济发展”，《当代经济科学》1999.11，P 27-31；李实、赵人伟、张平：“中国经济转型与收入分配变动”，《经济研究》1998年第四期，P 42-51；李实、赵人伟：“中国居民收入分配再研究”，《经济研究》1999年第四期，P 3-17。但笔者认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条件下，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是否支持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因果传导机制关系复杂，不能简单而论。笔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促进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主要动力在于政府赤字和货币投放持续增大的来动、外资大量的涌入和外贸出口的强劲驱动，与分配收入差距的加大并不构成必然的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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